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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韩国电影《82 年生的金智英》

上映后，片中涉及的“男尊女卑”“性别歧视”

等主题，引发了观众的巨大舆论讨论浪潮。这

部影片直击“职场歧视”“重男轻女”“产后

抑郁”等尖锐社会难题，许多女性观影后直呼“感

同身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但观众对影

片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一方面是高评分

与良好口碑，另一方面该影片却遭到韩国部分

男性的强烈抵制，这真切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女

性议题的极高关注，以及女性群体面临的切实

生存困境问题。

2021 年 4 月，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以探讨姐姐

安然对“追求个人理想和承担抚养弟弟责任之间矛

盾”的中国电影《我的姐姐》上映，并获得极高票

房。这部影片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姐姐”这个具有

母性光辉与传统牺牲精神的女性角色的探讨。在传

统的社会期待与身份桎梏的捆绑之下，“姐姐”安

然勇敢地冲破家庭观念的层层封锁、从而追求个人

价值实现的行为，击中了众多为家庭做出牺牲的中

国式“姐姐们”的内心。

近年来，许多聚焦女性生存困境的作品不断涌

现，例如直面“重男轻女”社会痛点的都市家庭伦

理剧《都挺好》、关注女性生理需求的电影《送我

上青云》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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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利好男性，为女性塑造了多重身份并报以极大的社会期待，女性在多重身份的束

缚下承受着巨大压力，男性的优越地位放大了这种性别困境。韩国电影《82 年生的金智英》和中国电影《我

的姐姐》呈现了多重身份重压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发现，只有当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男性树立平等

尊重观念、社会文化风气与氛围改变才是女性突破困境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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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多重身份塑造的困境下，在社会期待与条条

框框的规则中，追求自我身份认同与实现自我价值

的艰难与努力。

一、多重身份枷锁：女性的身份认同困境

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

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并不是天生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

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

个文明。”［1］

男性不需要自称是某种性别的人，因为他是

主体，他就是男人，而女人则是“他者”。社会

为女性塑造了多重身份：女儿、妻子、媳妇、母

亲，同时对她们抱有极高的期待：贤妻良母、相

夫教子、温顺贤良……社会为她们塑造了层层的

角色嵌套，要求她们遵循特定的角色准则、达到

社会期待的标准、承受社会施加的压力。女性生

活在社会对她的“定义”中，而这个符合社会期

待和文化传统要求的“女人”可以是所有人，唯

独不是她自己，作为女性本体的自我被抹杀和湮

没了。

在影片《82 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是完全

意义上的社会塑造的女性角色，承受着多重压力。

在原生家庭中，她是小透明一般的存在，这是存在

于所有重男轻女家庭中的不受重视的女儿的角色；

在职场中，金智英拥有高等教育背景和出色的工作

能力，但却仍然身处职场的边缘地带，在公司轻

视女性的氛围中默默忍受不公；生育后，金智英和

千万职场中的母亲们一样，选择牺牲自己的事业，

离职成为了家庭主妇。

这部影片主要以暗色调的画面和压抑的节奏

来呈现金智英的家庭生活：无止境的琐事杂务、

缺少个人活动时间、看不到自己的价值与未来出

路……毫无疑问，金智英是称职的，她符合父权

社会强加给她的所有期待——好女儿、好妻子、

好母亲，但是她却身心俱疲、充满迷茫，枯燥繁

琐的家庭事务与零散破碎的回忆显示出她的压

抑，她被困在层层的角色中丢失了自我、缺失了

灵魂。

在影片《我的姐姐》中，女主角安然呈现

的是女性角色构建中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姐

姐。传统的儒家伦理有着“长姐如母”的观念，

“姐姐”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代表一种责

任与牺牲。电影中最激烈的矛盾是以舅舅、姑妈、

大伯父等为代表的大家长以所谓“姐姐的责任”

对安然进行捆绑，希望她放弃自己的人生规划，

以抚养弟弟长大为己任。但安然始终以不牺牲

自己的人生为信念与亲戚们斗智斗勇，毫无疑

问，安然不想成为“中国式姐姐”，不想钻入

既定的、具有牺牲精神的姐姐“套子”中去。

与安然相反，安然的姑妈是典型的中国社会中

的姐姐角色，她有着母性光辉，一切以为家庭、

家人服务为主旨，她有着中国传统女性角色的

一切美好特质，勤快、任劳任怨。姑妈身处社

会塑造的角色牢笼而不自知，她成全了所有人，

唯独她自己。

《我的姐姐》中一位患有子痫却为了生儿子不

顾自己性命的孕妇也是典型的女性角色牺牲品。父

权制社会期望女性能够生育儿子，而她在履行自己

的“义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她是“合格的”，

却也是可悲的。社会期待将女性困囿于家庭的围城，

要求她们服务于家庭，抹杀她们的自主意识、个体

需求与个人价值，她们永远是利他的，缺乏自我认

知与审视。

二、男性优越地位放大性别困境

在两部影片中，两位女主人公都深陷于性别困

境的泥沼之中，但这一结果却并不是由某一确切的

角色造成的，甚至金智英有着来自丈夫、母亲、同

事的支持。女性悲剧命运依旧存在，是因为整个社

会文化体系与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偏向男性，男性

是受益者，女性是牺牲者，在这种社会文化系统的

影响下，男性优越地位的凸显无形中将女性的生存

困境放大了。

波伏娃认为，男人是幸运的，社会要求他们

承担责任，这条路十分辛苦，但是可靠；而为女

人则提供一条温柔轻松的道路，她们被诱惑包围，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

（第二卷）》，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 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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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要求奋发向上。男性哪怕生来资质平庸，社

会依旧对他寄予厚望；而女性哪怕再优秀，社会

也会剥夺她的成长资源，有时候甚至反过来指责

她“不够努力”。在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的“捧

杀”中，男性日益自信勇敢，而女性则更加敏感

卑微。

在《82 年生的金智英》中，平庸的丈夫可以

工作养家，因为社会赋予男人养家的职责，而同

样受过高等教育的金智英只能被迫回归家庭，因

为社会要求女性做好照顾家庭的本分；在职场中，

同期入职的普通男同事的晋升，比优秀的女同事

更快，再能干的女强人在高层晋升的玻璃板前，

也只能望而却步；金智英的爸爸只给儿子买补药，

而从来不会想起女儿，因为在他根深蒂固的传统

思维中，男孩是第一位的，女孩次之。在这种带

有性别偏见的社会风气中，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

依旧步履维艰。

在《我的姐姐》中，弟弟安子恒嚣张跋扈、

顽皮淘气，却因占据性别优势，被一众亲戚理所

当然地要求安然牺牲个人前途；安然父母生前对

弟弟极尽宠爱，对安然则不闻不问，家中甚至没

有安然的照片；念中专的安然爸爸让学习俄语的

姐姐让出学习机会……这些性别境遇对比是根

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社会文化系统造成的结果。在

这种由社会惯性所带来的秩序结构下，没有价值

创造说、天赋异禀说，只有性别一锤定音，女性

的利益天然让渡男性，这是对女性权益的抹杀与

歧视。

尽管影片中男性角色没有直接造成女性角色

的生存悲剧，但他们的确是父权体制下的直接受

益者。整个社会偏向男性而忽视女性的利益，很

多时候女性拼尽全力争取的平等发展机会，于男

性而言却是与生俱来的基本要求。他们不需要争

抢，社会优质资源的天平天然偏向他们，而女性

往往为这基本机会的争取已经耗尽了全力，再无

精力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于是，“女性不如男性”“女

性只适合待在家里”的观点甚嚣尘上，犹如西西

弗斯的神话一般周而复始，实现男女平权，任重

而道远。

三、权益呐喊：女性的身份自救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今社会，既有的社会

价值体系始终利好男性，女性成为他者、附属

品——男性的附属品、孩子的附属品，大多数情

况下女性成为被剥削对象，是男性利益、家庭利

益的牺牲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

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经济独立的实现，越来越多

的女性开始捍卫自己的权益。在两部影片中，两

位女主人公都有自我意识的觉醒，相比而言，金

智英是隐蔽的抗争者，而安然则是完全意义上的

反叛者。

在影片中，金智英身受几座大山的压力重担，

使得她的抗争更加隐蔽与犹豫。长期接受的女性身

份教育让金智英循规蹈矩地走上相夫教子的道路。

她几经挣扎终于决定出去工作，但在婆婆的压力以

及长期与外界脱节而产生的自卑心理的作用下，她

放弃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在家庭的枷锁和重担的压

力下，她不断地挣扎着，精神分裂的人格是她身体

发出的求救；在咖啡馆对上班族的激烈反驳是长期

精神重压下的情绪爆发；重新拾起自信返回职场，

是她对美好生活与寻求自我价值的向往。社会机器

滚滚向前，渺小的个体不断挣扎起伏，她们都企图

寻求属于自己的价值曙光。

相比金智英而言，安然的抗争来得更加激烈、

更加彻底。由于长期接收不到来自父母的爱的反馈，

安然不必受到亲情的捆绑；父母的突然离世，为安

然冲破身份桎梏的阻拦减少阻碍；高等教育经历与

独立的经济能力，让安然有底气激烈、决绝地摆脱

姐姐身份的束缚，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之路。安然

的请求是合法权益也是正当诉求，但是在讲人情的

中国社会显得格外的格格不入与不近人情。人们总

是容易被各种关系捆绑裹挟而逐渐失去自我，安然

则是以理性的心态、个体间的独立方式划清界限、

公事公办，但这种行为在有着浓厚重男轻女思想的

中国社会，简直是冒犯大不韪的禁忌。女性的自由

与自主意识应该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安然

最后选择抚养弟弟，似乎是对传统责任的妥协，但

这是安然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裹挟的强

迫与身不由己。

毛尖曾说，“善良”一旦作为“套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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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鲁迅所谓的“庸人设计”“给人暂得偷生，

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1］。反言之，责任一

旦成为枷锁，女性就成为带着镣铐跳舞的人。两

位女主角深陷身份与性别泥沼，分别以自己的方

式对抗性别不公，这是她们在身份牢笼中发出的

自救与呐喊，抵制着无处不在的剥削女性的“平

庸之恶”。男女平等，首先体现为女性拥有选择

的自由。

四、反思：女性身份困境的未来路径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旨在反映社会问题而不是

解决社会问题。两部影片从不同的个体与文化出发，

呈现了当今社会女性生存的严峻处境。女性争取权

益并不是为了撼动或者超越男性权益，而是争取作

为人的正当的、基本的权利。日本著名性别研究学

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权主义（Feminism）绝不

是想要女性变得像男性那样，也不是弱者想变成强

者的思想，女权主义寻求的是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

被尊重的思想。”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作为人类共同体般的存在。

女性身份困境的最大阻拦是社会文化系统对男

性的意识形态偏向，它在长久的社会发展中形成，

占有根深蒂固的地位，不可能顷刻间土崩瓦解。因

此，女性身份认同和性别困局的打破，需要注重以

下几个方面：尊重与平等观念的树立是打破性别偏

见的利刃；女性意识觉醒与独立的经济能力是保障

自身独立的基本条件；社会观念与认同是孕育平等

意识的良好沃土；理解、包容和尊重是所有人必须

学会的基本人性。

男女平等与男女平权并不是割裂与对立的，

没有一方压倒另一方之说，而是双方和平共处、

相互尊重，女性不再为了外在的、强加的理由而

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真正遵从内心实现自我价

值、满足自我需求。同样，身份塑造困境并不是

女性的专属，男性的身份锁链同样存在，例如社

会对男性充满男子气概的要求，一个完整的个体

应该同时具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不是简单

以气质区分个体差异，身份自由与平等的真谛是

多样、包容与尊重。

综上，上述两部影片的女主人公尽管都深陷性

别偏见的困境之中，但仍然尝试冲破层层阻隔不断

挣扎反抗，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与抗争。每

个女性个体都是鲜活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社会

塑造的、想象中的身份角色，社会对“女人”的定

义并不代表她们自己，女性群体应该拥有真正属于

自己的色彩与思想。

影片的最后，问题似乎都得到了想象式的解决，

这也是理想愿望对残酷现实的美好憧憬。值得庆幸

的是，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许多当代的年轻男性能够

对女性面临的困境产生共情与理解，女性的地位也

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但女性身份困境与认同的改变

仍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

经济独立、男性的尊重与理解以及社会风气与氛围

的建构与改变。

［潘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

院硕士研究生］

［1］毛尖：《作为套路的善良》，《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841638，访问日期：2021

年 7 月 3 日。


